
 

 “社会学本土化”的德国经验：

 “角色之争”及其去美国化效应

郑 作 彧

摘    要    在西方先进国家中，德国社会学的发展相对晚进且历程坎坷。德国社会学在 20 世纪初萌芽之时，

就因纳粹的“夺权”而停滞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学科重建阶段又因美国的挟持而陷入了美国

化危机。在此危难之时，达伦多夫 1958 年出版的著作《社会人》，意外引发德国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角

色”概念的学术争辩，史称“角色之争”。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论战，让德国社会学出现了“通过超美国化以

去美国化”与“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的学科发展方向，对德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去美国化与国际化

产生了不小的推动效应。当今中国在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之时，德国社会学

极富戏剧性的“复兴”之路，值得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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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其认识论内涵−将人视为处于社会情境中的存在，以人与社会情境之间的相

互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具有普适性与无可取代的特殊性。不过，社会学本身也是镶嵌在特定具体社会当中

的，与社会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联。因此，要了解社会学的发展，除了从知识内部探讨理论思想的传

承，也可以从知识外部探讨不同社会的社会学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情境变迁与学科制度结构当中形成的，

以及它对该社会产生了什么作用。①更重要的是，理解不同社会的社会学发展历程，也有助于将之与中国

社会学进行比较研究，使中国社会学可以进一步探讨他山之石有何优劣，以利攻玉。②

例如陈心想便对美国社会学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呈现美国如何从欧陆引进社会学，并将之发展成为一

门既具有美国自身特色、又堪为当今国际标杆的学科。③同时陈心想在文末提醒，美国社会学发展至今，

过于重视量化技术，有陷于“精致的平庸”的危险。中国社会学自重建以来，深受美国社会学的影响，也

可能陷入相同的危险。因此，“提防像美国社会学那样由于过于技术化而失去‘灵魂’”，便成为今天中

 

①Karl Mannheim, Wissenssoziologie: Auswahl aus dem Werk, Berlin: Luchterhand, 1964.

②Cheng Tsuo-Yu and Xinye Huang, “Die Max-Weber-Rezeption in der chinesischen Soziologie: Historisch-gesellschaftlicher Hintergrund, Übersetzungen
und  Forschungsansätze,”  in  Andrea  Maurer  (ed.), Mit  Leidenschaft  und  Augenmaß:  Zur  Aktualität  von  Max  Weber,  Frankfurt  am  Main/New  York:
Campus, 2021.

③陈心想：《社会学美国化的历程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启示》，《社会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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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学的任务之一。不过，按照陈心想的说法，美国的社会学发展历程可能比较像是“前车之鉴”。除

了美国，今天也许还另外需要一个同样曾深受美国影响，但却成功走出美国社会学窠臼，并形成有自身特

色的学科发展历程作为案例，以供中国社会学借鉴，从而避免“重蹈覆辙”。于此，德国社会学的发展历

程也许是一个值得了解的对象。

德国与美国社会学的发展均领先国际，但德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与美国截然不同。一般认为，德国社

会学至今可粗分为五个发展阶段①：1909 年前后的德国社会学成立期；1920−1932 年魏玛共和时期，这是

德国社会学的草创期；1933−1945 年纳粹时期，当时社会学的发展几近停摆；1946−1968 年德国社会学战

后的重建期；1969 年至今的稳定发展期。②较不为人所熟知的是，德国社会学在第四阶段深受美国的支

配，因此面临着“美国化”的问题。在经过刻苦的“去美国化”运动，德国社会学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才

终于克服该问题，成功重建本土话语体系，并取得了响亮的国际发言权。

中国社会学也有一段停摆期与之后的重建期，而且重建之时也深受美国影响。按照陈心想的说法，现

在也面临“如何避免过于美国化”的问题。与发展过程相对一帆风顺的美国相比，德国社会学的坎坷历程

也许与中国还更有类似之处。而且德国的“社会学的去美国化”到今天已卓有成效，显然值得参考。然

而，这个历程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很难在有限的篇幅从各个方面进行详尽梳理。尽管如此，初步的讨论

却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德国社会学的“去美国化”过程中，有一个事件发挥了承先启后的关键效应，那便

是角色之争（Rollendebatte）。

 “角色之争”是由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于 1958 年出版的《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③

在德国引发的一场关于“社会角色”概念的学术争辩，是二战后德国社会学界第一次大规模学术论战。今

天德国社会学界多同意，这场争论之所以如此沸沸扬扬，与德国社会学在二战后遭遇毁灭、以及学科重建

时面临“美国化”的危机有关，并且这场争论最后为德国社会学带来了“去美国化”的契机，甚至为德国

社会学今天能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虽然不是单就一场“角色之争”就让德国社会学

完全去美国化、取得国际领先地位，但角色之争在德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承先启后的重要

角色。④

有鉴于此，本文将集中探讨角色之争的经过，并尝试指出它在德国社会学近代发展中发挥了什么值得

我们借鉴的效应。如前文所述，学科发展与当中的学术论战，是这门学科的知识内容与所处的社会历史背

景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本文主要将采取知识社会学的路径来探讨角色之争的经过。由于角色之争处

于德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中断与重建阶段，因此本文以下讨论的出发点，将从德国社会学中断时处于什

么样的发展情况谈起。至于角色之争对德国社会学发展造成的效应，如何作为中国社会学的参考，这牵涉

到两个国家的学科的比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然不是本文可以完整解决的任务。但本文依然会尝

试在文章最后，从角色之争提炼出对中国当代社会学可能有启发性的要素，为后续的探讨提供参考。 

 “社会学本土化”的德国经验：“角色之争”及其去美国化效应

 

①Wolfgang  Glatzer, “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DGS)-die  akademische  soziologische  Vereinigung  seit  1909,”  in  Bernhard  Schäfers  (ed.),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Institutionaliserung und Berufsfelder, Theoretische Kontroversen, Opladen: Leske+Budrich, 1995, S. 215.

②当然，这个区分只是大致上的。因为 1909 年之前德国的社会学虽然尚未制度化，但显然并非毫无发展。至少比如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研究，

就绝不能视而不见。而且此现今主流的五阶段论，其实是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立场来看的；所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的社会学

发展，以及东德被统一之后的后续情况，都被这五阶段论忽略掉（参见 Hansgünter Meyer, “Soziologie und soziologische Forschung in der
DDR,”  in  Bernhard Schäfers  (ed.),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Institutionaliserung und Berufsfelder.  Theoretische Kontroversen,  Opladen:
Leske+Budrich,  1995;  Lothar  Peter, “ Soziologie  in  der  DDR:  Legitimationsbeschaffung  oder ‚  machtkritische  Subkultur‘ ?”  in  Stephan  Moebius  and
Andrea Ploder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 1: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对此更详细的讨论，非本文所能及，只能先略过不谈。本文姑且就以德国现今主流的框架来展开讨论，并且以下所提

到的 1949−1989 年间的“德国”一律仅指西德。

③homo sociologicus 就其字面上来看，更应译为“社会学的人”，意指社会学所假定的人。但“社会学的人”这个译词太过冗赘，因此本文就

按照 homo economicus 今天一般就译为“经济人”的做法，将 homo sociologicus 简单译为“社会人”。

④Joachim Fischer, “Die Rollendebatte-Der Streit um den, Homo Sociologicus,” in Georg Kneer and Stephan Moebius (eds.), Soziologische Kontroversen,
Beiträge zu einer anderen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 von Sozialen,  Berlin: Suhrkamp, 2010; Nicole Holzhause, Andrea Ploder, Stephan Moebius and
Oliver Römer,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 3: Zeittafel,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9; Stephan Moebius, “Kontroversen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nach 1945,” in Stephan Moebius and Andrea Ploder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 1: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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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社会学的中断、重建与美国化危机

社会学的出现，是因为 17、18 世纪人们想尝试科学地掌握当时生活的巨变所带来的新世界。在法国，

有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开创了撼动整个欧洲的新局面，孔德在圣西门的影响下创立了实证主义的

社会学；在英国，有工业革命带来的人类生产方式大转型，进而促进了如斯宾塞等的社会学讨论。然而德

国在当时既与法国不同，根本连国家都称不上；也与英国不同，工业化的起步相当晚。缺乏类似英法两国

的背景，导致德国的社会学发展在欧洲相对来说是相当迟滞的。①一直到 1909 年，才由滕尼斯、齐美

尔、韦伯等 39 位学者在柏林成立德国社会学会，正式建立起社会学组织。②虽然社会学会的成立被视作

德国社会学正式创立的重要里程碑，但学会成立之后的发展却非常缓慢。一方面，后来加入的会员和所谓

的社会学相关活动的参与者，常常都是一些“民间社会学家”，发表的言论毫无学术内涵，却都为自己冠

上“社会学家”这一头衔以自抬身价。韦伯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并推动社会学的专业学术化，但成效极

微。另一方面，会长滕尼斯认为，在推动社会学进入各教学研究机构之前，必须要先争取学术界对“社会

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承认，因此并不积极推动社会学的制度化。③当时，不少德国学者对本国社会学

如此缓慢的进展深感担忧。如宋巴特便惋惜地说：

　　德国没有“社会学”，顶多只有一堆“社会学家”。我们的社会学不像美国已经在专门的机构和院系里

进行教学了，而是只有一些其他领域出身的学者。④

到了魏玛共和时期，这种情况出现了改变。1918 年，法兰克福金融商人寇岑伯格（Karl Kotzenberg）

捐献了一大笔钱给法兰克福大学，希望该校设置社会学教席，并属意让他的好友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接掌此教席。1919 年，法兰克福大学在经济与社会科学院设立了“社会学与民族经济学理

论”特聘教席，成为德国第一个以“社会学”为优先头衔的教学职位。同年，韦瑟（Leopold von Wiese）

也在科隆大学设置了“国民经济学与社会学”教席，并于 1921 年创立了德国第一份社会学期刊《科隆社会

学季刊》（1947 年后改名为《科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期刊》，直到如今依然是德国最顶尖的社会学期

刊）。⑤虽然“教席”只是个人教职头衔，不属于组织性的教学或研究单位，但这两个正式教席的成立，

还是让法兰克福与科隆取代了柏林，成为德国当时的社会学中心。⑥

此后的十多年间，德国社会学蓬勃兴起，各大学纷纷设置社会学相关教席。1919 年，科隆大学成立了

 “社会科学研究所”，成为德国第一家社会学专门研究机构。⑦1929 年，时任普鲁士文化部部长的贝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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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ertraude Mikl-Horke, Soziologie. Historischer Kontext und soziologische Theorie- Entwürfe, München: Oldenbourg Verlag, 2011.

②Wolfgang  Glatzer, “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DGS)-die  akademische  soziologische  Vereinigung  seit  1909,”  in  Bernhard  Schäfers  (ed.),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Institutionaliserung  und  Berufsfelder,  Theoretische  Kontroversen,  Opladen:  Leske+Budrich,  1995;  M.  Rainer
Lepsius, “Max Weber und die Gründung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  Soziologie,  Vol.  40,  No. 1,  2011; Wolfgang Schluchter, Mit Max
Weber,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20.

③Klaus  Lichtblau, “ Anfänge  der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1871-1918),”  in  Stephan  Moebius  and  Andrea  Ploder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 1: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S. 20.

④转引自 Alexandra Schauer,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zur Zeit des Nationalismus,” in Stephan Moebius and Andrea Ploder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 1: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S. 121.

⑤Gregor  Siefer, “ D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der  Soziologie:  Studienabschlüsse  und  Studienorte,”  in  Bernhard  Schäfers  (ed.),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Institutionaliserung und Berufsfelder. Theoretische Kontroversen, Opladen: Leske+Budrich, 1995, S. 29.

⑥Jürgen  Habermas, “ Soziologi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  Helmut  Coing  et  al.  (eds.),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seit  1900.  75  Jahre  Universität
Frankfur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 S. 38. 虽然德国在 1919 年就设置了社会学教席，但由于滕尼斯的消极态度和（后文马上会提到

的）纳粹夺权造成的学科发展中断，因此德国一直没能在高校里设置社会学教学单位。社会学教席多半是设置在经济学院当中的特聘职

务。一直到 1951 年，刚返回德国不久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去信给当时的德国社会学会会长韦瑟，希望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院设

置社会学专业学位。在韦瑟的支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筹划下，法兰克福大学于 1954 年下半学期才终于成立德国第一个社会学教学单

位，并设置德国第一个社会学专业学位。在此之前，德国没有任何社会学的院系或学位，也因此−除非出国留学，否则−没有任何一

位社会学家是学社会学出身的（参见 Felicia Herrschaft, “Die Lehrgestalt der Frankfurter Soziologie in den 1950er und 1960er Jahren–Theorie und
Praxis,” in Felicia Herrschaft and Klaus Lichtblau (eds.), Soziologie in Frankfurt. Eine Zwischenbilanz,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0, S. 225）。

⑦Heine V. Alemann, “Leopold von Wiese und das Forschungs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in Köln 1919 bis 1934,” in Wolf Lepenies (ed.),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Bd. 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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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 Heinrich Becker）提议，所有大学都应设置社会学教席，鼓吹要“为社会学而斗争”。1932 年，接

替奥本海默教席的曼海姆（Karl Mannheim）首次开始规划专门且正式的社会学课程教案。①眼看德国社会

学的学科制度与专业内容即将全面建立，然而在 1933 年纳粹上台之后，这一切都中断了。

学科建制的中断并不意味着德国的社会学在纳粹时期完全消亡了。事实上，德国社会学在纳粹上台后

并没有受到太多迫害。虽然德国社会学会在 1933 年因局势遽变而改组，弗莱尔（Hans Freyer）接替滕尼斯

成为会长；但弗莱尔刻意建议整个学会低调以对，甚至有时还替纳粹政府进行一些定量的社会调查研究项

目，所以德国社会学的学科建制，在纳粹时期虽然因战争而停滞，但并没有完全解组。②不过，由于许多

在魏玛共和时期成为中坚分子的社会学家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被迫害或流亡，加上社会学会从事的一些定量

调查研究都是为纳粹政府的极权统治与优生学目的而服务的，使得德国社会学的发展与声望在二战时期都

遭受极大的损失，至今仍争议不断。③无论纳粹时期情况如何，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社会学都随着战败

而整个重新来过了。但德国二战后的社会学仍面临着几大困难。

第一，由于德国社会学会是随着纳粹德国一路走来的组织，因此被占领德国的同盟国视为纳粹遗毒，

备受质疑。1947 年，德国社会学会被同盟国勒令由四个占领国各派一位代表进行改组。④然而在同盟国抱

持着敌意的监视下，战后初期的几年间这四位代表都担心动辄得咎，不敢有什么实质的作为。与纳粹时期

虽遭受钳制但仍低调运作的情况相比，同盟国充满敌意的改组与遏制性的监视，对德国社会学来说是毁灭

性的破坏。⑤

第二，“海归派”与“本土派”的争执。⑥这里的海归与本土不是指学历在海外或国内的取得，而是

指二战期间被纳粹迫害而流亡海外、战后返回德国的学者，以及没有遭受迫害、二战期间仍安然在德国的

学者。对于“海归派”来说，“本土派”简直是苟且偷生的纳粹帮凶，战后不应继续留在学术界；“本土

派”则指责“海归派”不应回来帮战胜国压制本土学界。这个争执具体表现在与国际学界的合作上。当时

德国社会学要恢复运作，必须寻求国外的承认与援助。本土学者并不喜见以同盟国学者为主要成员的国际

社会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因此向成立于意大利、以欧陆国家学者为主要成员的国

际社会学协会（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Sociologie）寻求承认。海归派则向国际社会学会寻求支持。这场争

执的结果是海归派获得胜利，德国社会学会成为国际社会学会的一员。⑦

第三，海归派的胜利是付出代价的。因为海归派之所以能获得国际社会学会的承认，与美国在后面的

支持与运作脱不了干系。海归派的胜利，亦意味着美国对德国社会学的掌控与支配。德国社会学会分会的

设置争议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1955 年，德国社会学会决议设置乡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家庭社会学与

工业社会学四个分会。这四个分会的设置并不是因为德国优先需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而是因为这是国际

社会学会发展比较成熟、能够先大力援助的学科。美国于 1956 年授意德国社会学会需再成立“经验社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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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regor  Siefer, “ D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der  Soziologie:  Studienabschlüsse  und  Studienorte,”  in  Bernhard  Schäfers  (ed.),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Institutionaliserung und Berufsfelder. Theoretische Kontroversen, Opladen: Leske+Budrich, 1995, S. 260.

②Otthein Rammstedt, Deutsche Soziologie 1933-1945: Die Normalität einer Anpass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③这些争论有例如：弗莱尔的低调方针究竟是明智的保全之策，还是助纣为虐的苟且偷生？纳粹时期的社会学究竟只是低调运作、还是名存

实亡了？该全面否定这段时期的社会学运作，还是可以肯定这时期的研究？这些讨论不只是单纯的历史研究，而且还牵涉到讨论敏感时期

的政治正确，所以格外复杂。关于这些讨论与争议非常多，较新的整理可参见 Alexandra Schauer,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zur Zeit des
Nationalismus,” in Stephan Moebius and Andrea Ploder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 1: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S. 120.

④这四个人分别为：英占区代表韦瑟，担任会长；美占区代表索姆斯（Max Graf zu Solms）、法占区代表埃克特（Christian Eckert）、俄占区

代表杨（Georg Jahn）三人同任理事长。

⑤Henning Borggräfe, “Die Ausdifferenzierung der westdeutschen Soziologie nach 1945 im Spiegel der Untergruppen, Fachausschüsse und Sektionen der
DGS,”  in  Stephan  Moebius  and  Andrea  Ploder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1: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S. 871.

⑥德国一般将这段争执称为“社会学内战”（Bürgerkrieg in  der  Soziologie）（参见 Johannes  Weyer, “Der‚  Bürgerkrieg in  der  Soziologie.  Die
westdeutsche  Soziologie  zwischen  Amerikanisierung  und  Restauration,”  in  Sven  Papcke  (ed.), Ordnung  und  Theori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Darmstadt: WBG, 1986）。

⑦Stephan Moebius, “Kontroversen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nach 1945,” in Stephan Moebius and Andrea Ploder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1: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S.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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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问题专业委员会”（Fachausschuss für Methodenfragen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主导德国社

会学将定量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协助美国获得更多德国社会的实证资料。同时，美国还要求德

国需以美国的标准制定学术评价体系。这一连串欲将德国社会学加以美国化的做法，在德国造成极大争

议。①定量研究并不是德国社会学的弱项，德国社会学会成立以来也不反对定量方法。事实上，德国社会

学会在 1911 年就建立了统计研究部门；二战时期和战后初期，不论海归派还是本土派，也都进行了许多定

量研究以帮助战时或战后的建设（虽然海归派在战时的协助对象不是德国）。②但要建立一个专门指导部

门，却让德国学者极为紧张。因为，二战时纳粹政府便为了强化政权与优生政策，非常赞赏与支持定量实

证研究，然而这最终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悲剧。这让德国学者深深体会到，社会学若完全只以定量技术来

主导整个学科的发展，很可能会让这个学科成为为政治权力或经济利益服务的傀儡而无助于改善社会。③

二战后许多大型实证研究项目，是由驻德国的美军部队责成进行的，这更让德国社会学界感到相当不舒

服。④然而在美国的压力下，经验社会研究方法问题专业委员会还是在 1961 年无视质疑声浪而成立了，

各种美国化的制度也被强制推动着。⑤

第四，德国从狄尔泰以来就有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统。⑥因此照理说，德国社会学应有足够的理论

资源，通过本土理论反抗美国化。然而“本土化”在当时却不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原因是，本土化势必要

回溯传统，但回溯传统等于是在缅怀 1945 年以前的德国，而这在当时极可能会被质疑留有纳粹思想。许多

学者就是因为缅怀德国传统，而被莫名大加挞伐。本土化做法的不可行，也让德国社会学在面临美国化

时，更加束手无策。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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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wicklung, Institutionaliserung und Berufsfelder, Theoretische Kontroversen, Opladen: Leske+Budrich, 1995, 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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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Christian Fleck, “Die Entwicklung der Soziologie in Österreich,”  in Peter  Biegelbauer (ed.), Steuerung von Wissenschaft? Die Governance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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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 地 采 用 了 美 式 系 统 （ 参 见 Richard  Münch, “ American  and  European  social  theory:  Cultural  identities  and  social  forms  of  theory  produc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 34, No. 3, 1991, P.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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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gner (eds.), Soziologie und Anti-Soziologie, Ein Diskurs und seine Rekonstruktion, Konstanz: Universitätsverlag Konstanz, 2001；李小方：《从狄尔

泰到韦伯−评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社会学研究》1988 年第 1 期。

⑦Carsten Klingemann, Soziologie und Politik.  Sozialwissenschaftliches Expertenwissen im Dritten Reich und in der frühen westdeutschen Nachkriegszeit,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9. 关于当时德国社会学面对美国化危机时，本土化取向造成的争议、甚至是各个争执事

件，详细的介绍可参阅 Bernhard Plé, Wissenschaft und säkulare Mission: “amerikan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im politischen Sendungsbewusstsein der
USA und im geistigen Aufbau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0; Johannes Weyer, “Der‚ Bürgerkrieg in der Soziologie. Die
westdeutsche  Soziologie  zwischen  Amerikanisierung  und  Restauration,”  in  Sven  Papcke  (ed.), Ordnung  und  Theori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Darmstadt: WBG, 1986。不过此处需要补充的是，德国在这时候也并不是真的举国上下都完全一致将定量研究如此

 “妖魔化”；当然也有拥抱美国化、乐见以定量方法为尊的支持者。以柯尼希（René König）为首的科隆学派，即是拥护定量研究与美国化

的代表（顺带一提，正是因为柯尼希的亲美态度，所以就是他−作为德国二战后社会学的“海归派”代表人物之一 −在美国的支持下

带着德国社会学会加入国际社会学会。甚至他还在 1962−1966 年间担任了国际社会学会主席［Günther Lüschen, “25 Jahre deutscher
Nachkriegssoziologie –Institutionalisierung  und  Theorie,”  in  Bernhard  Schäfers  (ed.),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Institutionaliserung  und
Berufsfelder. Theoretische Kontroversen, Opladen: Leske+Budrich.Lüschen, 1995, S. 20］）。柯尼希还撰写了许多定量研究方法教科书，这些教科

书对于战后德国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的发展有相当深远的影响（Christoph Weischer, “Quantifizierende Sozialforschung nach 1945,” in Stephan
Moebius  and  Andrea  Ploder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  1: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VS.Weischer, 2018, S. 725）。直到今天，科隆大学都仍是德国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大本营。因此面对美国化时，德

国 内 部 本 身 也 有 欢 迎 与 担 忧 的 争 论 （ Stephan  Moebius, “ Die ‚  Kölner  Schule”  in  Joachim  Fischer  and  Stephan  Moebius  (eds.), Soziologische
Denkschul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Wiesbaden: Springer, 2019, S.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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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德国社会学战后重建受到两方夹击：一方是亟待挥去的纳粹阴霾，另一方是令人担忧却又

无可奈何的美国化。①不过，就在德国社会学界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刚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和他出

版的一本小书，却意外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即达伦多夫和他的《社会人》。 

三、《社会人》

今天，至少在英语学界和中国学界提到达伦多夫，无疑首先会将之视作冲突论的代表人物。达伦多夫

虽然以冲突论扬名国际，但在德国，人们却常首先把他视作角色理论家，而不一定会关注他的冲突理论。②

原因是，冲突论的崛起与英语社会学界当时想动摇帕森斯的霸主地位有关；但德国没有这样的脉络，所以

冲突论在德国一直不温不火。③反而达伦多夫的《社会人》所造成的角色之争，才是真正让他在德国社会

学界声名鹊起的关键。④

 《社会人》的主旨是想为德国批判性地引进一个英语学界当时较新、但（达伦多夫认为）在德国尚不

为人知的重要社会学概念：社会角色。众所皆知，今天一般认为将戏剧领域的“角色”概念首先运用在社

会科学上的是人类学家林顿。⑤尔后帕森斯从功能论的取向进一步将之运用在社会学上。⑥虽然美国社会

学界从一开始就对功能论取向的角色理论提出许多批判与质疑，而且后来随着结构功能论的没落，各种不

同取向的角色理论也浮出水面；但在 1970 年代中期之前，功能论取向的角色理论依然占据绝对的主流地

位。⑦“ 角色”这个概念之所以能引起各方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概念被认为能够衔接微观和宏观

的社会学讨论。⑧不过对于达伦多夫来说，英美学界所提出的角色概念的重要性不只如此。

达伦多夫在《社会人》里指出，之所以角色概念能够衔接宏观与微观的面向，是因为，一方面，对于

所谓的宏观讨论来说，社会学从来也不可能真的脱离“人”而进行研究。只是宏观社会学相信或希望研究

结果的有效性，可以适用于尽可能多的人。研究之所以能够涵盖到所有人，是因为人在生活、举止、该做

与能做的各方面，可以一一被归类到各范畴；而这个范畴的最小单位，就是“角色”。就如同人口社会

学，总是会根据如收入、性别、年龄等范畴划分出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加以研究。另一方面，所谓的微观

社会学也总会希望自己的“小研究”可以获得“大启发”，即让自身在焦点范围内的研究，可以获得适用

于尽可能大的类似范围的结果。因此微观社会学研究也依然会将所研究的个别对象，放到一个更大的范畴

中；而这个范畴的最大单位，就是角色，例如精神病患、大学教师等等。所以达伦多夫认为，虽然社会学

的研究对象是人，但这个人不是现实的个体，而是某个角色承担者。于是，如果经济学所预设的“经济

人”是功利的理性计算者；“心理人”是受情绪意识要素推动的个体−那么社会学所预设的人，“社会

人”，就是社会角色。任何人，只要被置入某个角色，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个人就仿佛是一个早被熟

识、且可以研究的对象。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置入某个角色，那么这个人对社会学家来说就永远

都是陌生的，甚至不存在于社会学家的视野。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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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何谓社会角色？达伦多夫的界定与一般角色理论没有什么差异，都是意指在社会关系网络当中，

某一组由各种（包含举止与外貌的）规则、权利、义务、期待所构成的行为模式。个体只要不是遗世独

立，就必定坐落其中，实践规则与满足被期待的行为模式。不过达伦多夫接下来的讨论就开始融入他自己

的独特观点了。首先，他认为社会角色有三个重要特质。一、构成社会角色的各种行为模式，有独立于个

体的客观性。二、这种行为模式是由社会决定的。三、角色行为模式对个体来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约束。

基于这三个特质，达伦多夫认为，我们必须去追问两个问题：一、个体是如何成为角色的？二、角色约束

力是怎么保证的？

关于个体的角色化过程，达伦多夫认为主要有两个机制。一个是角色分配机制，包括被指派的与主动

争取的。另一个机制，则是经过社会化过程而学习角色的各种规则与期待。当然，学习角色是一回事，要

不要扮演角色则是另一回事。不过任何社会必然都会有约束机制，包括正面约束（奖励）与负面约束（惩

罚），迫使个体去扮演角色。但约束机制又是如何获得保证的呢？最具体的约束来源就是法律。然而达伦

多夫指出，绝大多数的社会领域对角色的约束是更铺天盖地地来自许许多多的他人、制度。而且不论正面

的还是负面的约束，都不如一个事实来得更强而有力，即人唯有扮演角色并成为社会人，才能处于社会

中，否则将无立身之地。如果在戏剧领域，一个人唯有扮演角色，才能站在舞台上，那么在社会上也是如

此。在戏剧领域，一个人可以表演结束之后就脱离角色；但在社会领域，人无法脱离社会，没有“表演结

束”可言，因此“必须扮演社会角色”这个事实是无处可逃的。①这个事实，达伦多夫称为“令人生气的

社会事实”（ärgerliche Tatsache der Gesellschaft）。②

这种事实之所以“令人生气”，不只因为人们无处可逃，更是因为它剥夺了人作为一个“整全的人”

 （ganzer Mensch）或“纯粹的人”（reiner Mensch）的可能性。社会人总是必须满足各种角色期待，但这

些角色期待从来不是为了个人而设置的，而是−用当时美国流行的功能论的说法解释−为了满足社会

功能，以助于各个社会次系统的整合。这个人自己究竟是谁，有什么想法、个性，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

这个人必须扮演好角色，社会才会稳定、和谐。人必须成为社会人，而且为了成为社会人，必须把真正的

自己从自身剥离开来。社会人如果想做回自己，等于是反社会、越轨。这使得真正的、完全的自己反而像

是个错误。也就是说，社会人之所以是一种“令人生气”的社会事实，是因为它注定了人在社会里永远只

能过着异化的生活。

如果社会人注定异化的话，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具体的解决之道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提出的。

但达伦多夫认为，首先最重要的是，社会学家必须认知到自己眼中的人，是任何时刻都处于异化危机的社

会人。因此，社会学研究不能只是单纯描述社会，还有责任要启蒙社会。因为社会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

会学的研究对象，会因为社会学家提出的研究结果与观念，改变自身的所作所为、运作形态。社会学家必

须时时对自己和对社会进行批判，唯有如此，社会学家才能从一个社会阻碍变成一个推向自由人类社会发

展的动力，让令人生气的社会事实和空虚的悲观幻象被扬弃成积极的现实、充盈着自由的时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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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种将戏剧角色与社会角色相提并论的做法，很容易令人想起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不过此处可以看到，达伦多夫版本的

 “拟剧论”比戈夫曼的理论极端得多，并不认为社会角色有“后台”这件事。当然，达伦多夫也指出，角色期待并不会决定一个人只能做

什么事，而且人们也有“私底下”的时刻，可以于其中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但这种自由都只是极其有限的，总体来看并无损于“无处可

逃的角色扮演”这个事实（Ralf Dahrendorf, Homo Sociologicus. Ein Versuch zur Geschichte, Bedeutung und Kritik der Kategorie der sozialen Rolle
(Zehnte Verl.),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1971, S. 59）。

②“社会事实”这个概念无疑会让人想起涂尔干。达伦多夫自己也知道这件事。不过他并没有解释他使用这个概念是否援引自涂尔干、或受

到涂尔干的启发。他只说，就“社会事实对个体具有客观强制力”而言，他与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想法有相似之处（Ralf Dahrendorf,
Homo Sociologicus. Ein Versuch zur Geschichte, Bedeutung und Kritik der Kategorie der sozialen Rolle (Zehnte Verl.),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1, S. 18, Fn. 5）。

③Ralf  Dahrendorf, Homo  Sociologicus.  Ein  Versuch  zur  Geschichte,  Bedeutung  und  Kritik  der  Kategorie  der  sozialen  Rolle  (Zehnte  Verl.),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1[1958], S.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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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色之争

 《社会人》一出版，就获得德国学界极高的重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这本书是达伦多夫一生当中最伟

大的作品之一。①因为这本书简单易懂，而且达伦多夫实际上也意在批评当时德国社会学家面对美国化时

态度过于消极，没有尽到启蒙社会的责任，所以这本书得到当时很多学者的共鸣。②不过因为达伦多夫预

先采取的批判立场，使得这本书显得极端与片面。连达伦多夫自己后来都谦虚地自嘲《社会人》是“年少

轻狂的错误”。③所以这本书自出版以来，也遭到许多批评。不过当时所有人都没料到，这些批评与对批

评的反驳，却为德国社会学开启了去美国化的契机。这些论战主要有三条轴线。④ 

 （一）哲学人类学的批判与“绕道”的本土化
第一条轴线，以普雷斯纳（Plessner）、盖伦（Arnold Gehlen）等人为代表。这条轴线指责达伦多夫将

整全的人与社会人不恰当地对立起来。⑤

这条轴线的论点认为，达伦多夫将全人与社会人对立起来，其实暗含着德国一直以来惯于将自由的人

类个体与压迫的社会相对立，这种对立是德国传统的思维模式。然而这种悲观的思维传统早该过时了。从

人类本性来看，人从来不可能脱离社会，而是必然需要镶嵌进社会，进入人际互动关系网络当中才能存活

下来。没有在社会中相互依存，人什么事也做不了，也就毫无自由可言。而人之所以能够进行互动，正是

因为人被赋予了各种社会角色，并经由相关制度的保障，让互不相识的个体们能悬置各种不确定性以进行

互动。社会与角色不是个体的敌人；相反的，这两者正是人类自由的前提。当然，社会角色也可能会因为

不好的社会制度而对个体产生压迫。但这并不是说因此就要丢弃所有的制度和摆脱角色，而是应该要去思

考如何能让制度成为保证人类自由的机制。盖伦不客气地指责达伦多夫表现得更像是一位政客，逾越了社

会学家的本分。⑥

达伦多夫在面对对《社会人》的众多批评时，曾惊讶地表示，他没有想到最先对《社会人》提出系统

性批评的，竟是一群哲学人类学家。⑦事实上，不只达伦多夫感到很惊讶，就连这些批评者，最初也没有

想到会不约而同地提出相似的批评。今天，普雷斯纳和盖伦被认为是哲学人类学在二战后的代表人物。但

在角色之争之前，这两人知名度并不高，哲学人类学在社会学中一直处于很边缘的位置。但正因为角色之

争，让第一条论战轴线的许多参与者发现，原来他们的思想殊途同归。⑧这群有相似思路的学者慢慢以

 “哲学人类学”之名凝聚在一起，造就了哲学人类学在战后的再发现，甚至哲学人类学在此后一段时间成

为德国社会学的显学，普雷斯纳和盖伦也声名大噪。⑨

 “社会学本土化”的德国经验：“角色之争”及其去美国化效应

 

①M. Rainer Lepsius, “Nachruf auf Ralf Dahrendorf (1929-2009),” Berliner Journal für Soziologie, Vol. 19, No. 4, 2009, S. 656.

②Heinz Abels, “Die Geschichte einer aufregenden Jugendsünde und die lange Wirkung einer Fußnote,” in Ralf Dahrendorf (ed.), Homo Sociologicus: Ein
Versuch zur Geschichte, Bedeutung und Kritik der Kategorie der sozialen Rolle,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10, S. 158.

③Ralf Dahrendorf, Lebenschancen. Anläufe zur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9, S. 5.

④此处需先交代的是，这三条论战轴线里头的每一条，都有许多学者参与其中，并提出了很多细致的争论要点。不过，这些细致的要点多有

重叠，或仅是从不同的例子来互相声援。若将每位声援的学者的辩论内容都详述一番，会太过繁杂、意义也不大。因此以下不拟将每条轴

线的所有参与学者都详细介绍一轮，而是只介绍各条轴线中最具引领性的学者及其说法。

⑤Arnold  Gehlen, “ Rezesion  zu  Dahrendorfs  Homo  Sociologicus,”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117,  No.  2,  1961;  Helmuth
Plessner, “Soziale Rolle und menschliche Natur,” in Josef Derbolav and Friedhelm Nicolin (eds.), Erkenntnis und Verantwortung. Festschrift für Theodor
Litt, Düsseldorf: Schwann, 1960.

⑥Arnold Gehlen, “Rezesion zu Dahrendorfs Homo Sociologicus,”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117, No. 2, 1961, S. 370.

⑦Ralf  Dahrendorf, Homo  Sociologicus.  Ein  Versuch  zur  Geschichte,  Bedeutung  und  Kritik  der  Kategorie  der  sozialen  Rolle  (Zehnte  Verl.),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1[1958], S. 10.

⑧Joachim Fischer, “Die Rollendebatte–Der Streit um den,Homo Sociologicus,” in Georg Kneer and Stephan Moebius (eds.), Soziologische Kontroversen.
Beiträge zu einer anderen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 von Sozialen, Berlin: Suhrkamp, 2010, S. 86.

⑨Joachim Fischer, “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 in Georg Kneer and Markus Schroer (eds.), Handbuch Soziologische Theorien,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9;  Axel  Honneth  and  Hans  Joas, Soziales  Handeln  und  menschliche  Natur.  Anthropologische  Grundlagen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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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些学者的凝聚既然说是“殊途”同归，就意味着他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理论资

源。特别的是，虽然当时学者们若回溯德国 1945 年以前的思想，会容易造成争议；但他们却从《社会人》

得到启发，发现可以从别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不用担心引起争议的美国−去挖掘理论资源，包

括原先萌芽自德国、但后来在美国得到发扬光大的理论资源。①当时第一条轴线的许多学者，便从美国那

里找了舒茨（Alfred Schütz）与齐美尔的思想作为理论资源。齐美尔和舒茨虽然在二战前就已在德国（或德

语学圈）出道了，但他们最初在德国本土并没有受到关注。反而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对齐美尔，纽约社会研

究新学院对舒茨的推崇，让此二人的思想在美国备受重视。一直到角色之争后，德国社会学界才从美国

 “引进”了舒茨和齐美尔的理论，进而联结德国社会学的传统思想。②“ 不允许本土化”的问题，在各学

者批评《社会人》的过程中，竟找到了突破口。 

 （二）微观社会学的批判与对美国社会学的反扑
第二条轴线批评达伦多夫忽略了人们面对角色时的能动性。滕布鲁克（Friedrich Tenbruck）和巴尔特

 （Hans Paul Bahrdt）是这条轴线的代表人物③。

他们指出，达伦多夫仿佛认定社会角色是被预先构筑好的一套行为规则，人类在社会化后就被逼迫乖

乖地扮演好角色。但这种预设完全忽略了人对于角色的主动且主观的认识过程，以及这种认识过程可能会

带来的角色不一致现象；也没有看到很多现实情况下，角色并没有事先就被固定好的规则。而且美国被称

作“象征互动论”的最新角色理论研究取向，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件事了。巴尔特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一

位毕业后刚获得大学教职的新进讲师，第一次参加会议或登上讲台时，对于究竟该系什么领带、该如何举

手投足，可能都会非常紧张和无所适从，因为“大学讲师”这个角色并没有关于这些细节的具体规定，大

家也不一定对此抱有特定的事先期待。这位讲师必须要根据自己对于“大学讲师”这个角色的认知和想

象，进行各种尝试，并且根据他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作为。这位讲师不只是在一个复杂的主动认知过程

当中，慢慢形塑出自身所扮演的角色的内涵，甚至有可能最后还做到了一些这个角色此前没有过的成就，

反而为“大学讲师”这个角色再创造出了新的内涵。

在滕布鲁克和巴尔特的“宣传”下，当时德国社会学界开始注意到，原来美国新兴起了一波被称为

 “象征互动论”（以及差不多同时间开始兴起的、与象征互动论颇有亲近性的常人方法论）的微观社会学

思潮。很多学者开始一窝蜂地关注美国的微观社会学理论。于是，这第二条论战轴线，在当时造就了一个

 “讨论美国最新的微观社会学理论，以此批评达伦多夫的《社会人》”的奇特热潮。这股热潮甚至超越了

学界范围，在一般社会大众之间都广为人知。④

这条轴线表面上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带来了德国的“引入美国前沿理论（特别是微观社会学理论）”的

热潮；但从深层来看，结果远不只如此。德国因角色之争而引入象征互动论后所进行的讨论有个特色，就

是对这些美国理论钻研的广度和深度，远超过美国自身。⑤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可以发现这至少带来两个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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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ainer Mackensen, “Zur Begründung der Nachkriegssoziologie–Kontinuität oder Bruch?” in Hermann Schwengel and Britta Höpken (eds.), Grenzenlose
Gesellschaft? Bd.II, Ad-hoc-Gruppen Foren, Pfaffenweiler: Centaurus, 1999, S. 581.

②Günther  Lüschen, “25 Jahre  deutscher  Nachkriegssoziologie–Institutionalisierung  und  Theorie,”  in  Bernhard  Schäfers  (ed.),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Institutionaliserung  und  Berufsfelder.  Theoretische  Kontroversen,  Opladen:  Leske+Budrich,  1995,  p.  13;  Joachim  Fischer, “ Die
Rollendebatte –Der  Streit  um  den  Homo  Sociologicus,”  in  Georg  Kneer  and  Stephan  Moebius  (eds.), Soziologische  Kontroversen.  Beiträge  zu  einer
anderen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 von Sozialen, Berlin: Suhrkamp, 2010, p.81; Stephan Moebius, “Kontroversen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nach 1945,” in Stephan Moebius and Andrea Ploder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 1: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S. 295.

③Friedrich Tenbruck, “Zur deutschen Rezeption der  Rollentheorie,”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Vol.  13,  No.  1,  1961;  Hans
Paul Bahrdt, “Zur Frage des Menschenbildes in der Soziologi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 No. 1, 1961.

④Joachim Fischer, “Die Rollendebatte–Der Streit um den Homo Sociologicus,” in Georg Kneer and Stephan Moebius (eds.), Soziologische Kontroversen.
Beiträge zu einer anderen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 von Sozialen, Berlin: Suhrkamp, 2010, S. 82.

⑤Jacques A. M. Winnubst and Egbert J. H. Ter Heine, “German developments in role theory: 1958-1980,” Sociology, Vol. 19, No. 4, 1985, p. 598.

128



其一，无论是美国还是国际，后来在探讨源于美国的理论时，有时反而还要向德国取经。约阿斯

 （Hans Joas）是德国在这方面的重要代表。角色之争如火如荼之际，约阿斯是就读于柏林自由大学的硕士

研究生。在角色之争的影响下，他的硕士论文汇整了美国当时最新的角色理论。这本论文后来正式出版，

成为当时对美国角色理论整理得最全面的著作。①之后他延续硕士论文，在博士阶段进一步钻研米德的理

论，继而又再去探讨作为象征互动论重要基础之一的实用主义思想。②约阿斯这些研究美国理论的著作，

不但后来都被翻译成英文，而且对美国影响极大，常被认为是关于美国相关理论最重要的文献。③这显然

让本来被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严重影响的德国，因为把美国的理论研究得比美国还好，所以反过来对美国

造成了影响，进而动摇了美国对德国的绝对支配程度。这种情况，也许可以称作“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

国化”。

其二，除了象征互动论、实用主义等理论之外，角色理论本身也在角色之争中得到深化，远远超过其

原初在美国的样貌。这一点并没有对美国产生什么影响，因为美国对如此“玄乎”的角色理论并不感兴

趣。所以虽然美国学界知道达伦多夫有一本《社会人》，这本著作也有英译，但美国学界对此除了“有

趣”之外，没给予太多评论。④虽然美国没兴趣，但其他国家却颇重视。除了同为德语区的瑞士、奥地利

之外，至少还有如荷兰、捷克甚至日本，都对角色之争以及由角色之争所深化的角色理论多有关注，并受

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某些学者认为，角色之争发展出来的角色理论，已经成为不同于美国范式的另一

种范式。⑤这清楚反映出一个现象，即角色之争让德国社会学界在二战后，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正面关

注，并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即便这个“国际”不包括美国，但丝毫不妨碍德国社会学结交到更多国

际盟友，并在国际上发展出更强的话语权。而且就角色之争被认为发展出可视作不同于美国范式的另一个

角色理论范式来看，这个国际话语权，甚至一定程度上还能与美国相抗衡。这个发展方向，也许可以称为

 “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 

 （三）批判理论的正面声援
既然说是“论战”，就意味着对《社会人》的各种讨论不是只有“反方”，并且也有“正方”。第三

条论战轴线，即是为《社会人》辩护。哈贝马斯可以说是“正方”的代表人物。

哈贝马斯首先同意“反方”的说法，即个体面对社会角色时不总是无能为力的。但哈贝马斯强调，个

体也不总是有能动性的，很多时候也的确是被角色规范所压迫、异化的。⑥社会学要去分析个体扮演角色

时的能动性，顺便再批判一下达伦多夫，当然不是不行；但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研究无助于改善生活。因

为生活明明也有深受角色规范束缚的时候，既然如此，社会学难道不是更应该去批判这种异化时刻，并探

讨如何从中获得解放吗？哈贝马斯更进一步指出，社会角色并非本来就是外在于个体的压迫性规范。而是

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兴起之后，因为社会分工与生产方式的转变，才造就了角色的外化与物化，让现代人面

临一种新型的不自由。以此而言，《社会人》实为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提供了非常深邃的洞见与理论资源。⑦

而且哈贝马斯也确实从《社会人》推导出许多命题，这些命题后来构成他的沟通行动理论中相当核心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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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 1989.

⑥Jürgen Habermas, “Stichworte zu einer Theorie der Sozialisation (1968),” in Jürgen Habermas (ed.), Kultur und Kritik. Verstreute Auf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 S. 130ff.

⑦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Sozialphilosophische Studi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8, S. 23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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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概念（如沟通行动与策略行动的二分）。①

除了哈贝马斯，也有不少学者相当拥护《社会人》，认为达伦多夫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批判视角。甚至

还有学者因此猛烈地批判《社会人》的批评者。②不过有趣的是，也有学者虽然一样赞同《社会人》，但

却不见得因此对这本书抱持正面评价。③这些学者同意，《社会人》对现实情况的描述的确非常贴切；但

问题是，太贴切了。现代人的确因社会角色而被全面异化了。然而正因如此，所以任何想将人从角色中获

得解放的想法，都无异于妄想。社会学家说能启蒙大众、带来解放，是否太天真了呢？

相较于“反方”所产生的直接动摇美国对德国社会学的支配程度的效应，“正方”战线的后续影响是

较有争议的。作为《社会人》主要捍卫者的哈贝马斯，虽然将《社会人》定位为批判理论的重要资源，但

批判理论在达伦多夫出道之前，就已经是很有活力的学派，角色之争不太可能对其产生什么实质影响。然

而，由于批判理论学者参与了闹得沸沸扬扬的角色之争，使得社会大众更熟知批判理论的存在及其立场。

因此有学者坚称，角色之争的“正方论点”，特别是哈贝马斯以“解放”这一词汇所放大的《社会人》的

关怀，延续到了 1961−1969 年间的另一个事件：实证主义之争；并且这些学者认为，实证主义之争也对德

国社会学的去美国化产生莫大影响。④不过，若稍微考察一下实证主义之争的经过，就可以发现这种说法

是值得商榷的。

实证主义之争始于阿多诺与波普尔（Karl Popper）在 1961 年于图宾根大学举办的德国社会学年会上某

个单元的交流。在会议上，他们的交流并无特别之处。然而会后数年间，阿多诺和波普尔各自的支持者，

哈贝马斯与阿伯特（Hans Albert），却针对阿多诺和波普尔在会上的发言展开了辩论。当中较为重要的

是，哈贝马斯将波普尔（及其支持者阿伯特）视为实证主义者。⑤后来阿多诺竟也同意哈贝马斯的说法，

将“实证主义”这个标签贴在波普尔头上。他最后收集了这些往来文献，于 1969 年编纂出版了论文集《德

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之争》。在论文集中，阿多诺加写了长篇导论抨击波普尔。⑥阿多诺和哈贝马斯指

出，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人类希望探究物理世界，剖析与掌握世界运作的因果要素，以此控制自然。当研究

人类社会的社会学也开始以实证主义方法作为榜样时，就意味着社会学家也不过是在把人物化成各种定量

数据，并以此掌控人。社会学原本应该是一个追求解放人类并带来美好生活的学科，但像波普尔这类的实

证主义者，让社会学变成一个奴役人的工具。⑦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对波普尔的批评显然并不公允。因为，众所皆知，波普尔是一位强调“科学理论不

能证实、只能证伪”的实证主义批评者；他并不是实证主义者。然而阿多诺和哈贝马斯这些颇成问题的说

法，竟受到学生的热烈爱戴，并且当时的社会学子们奉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为圭臬，极为

偏激地抨击与摒弃定量实证研究。⑧这至少造成了两个现象。⑨第一，学生在摒弃定量实证研究之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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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Jürgen Habermas, “Notizen zum Begriff  der Rollenkompetenz (1972),”  in Jürgen Habermas (ed.), Kultur und Kritik.  Verstreute Auf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3, S. 198.

②例 如 Hans  Peter  Dreitzel, Die  gesellschaftlichen  Leiden  und  das  Leiden  an  der  Gesellschaft.  Vorstudien  zu  einer  Pathologie  des  Rollenverhaltens,
Stuttgart: Enke, 1968.

③例如 Frigga Haug, Kritik der Rollentheorie und ihrer Anwendung in der bürgerlichen deutschen Soziologie, Berlin: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72.

④Jacques A. M. Winnubst and Egbert J. H. Ter Heine, “German developments in role theory: 1958-1980,” Sociology, Vol. 19, No. 4, 1985, p. 601.

⑤Jürgen  Habermas, “ Gegen  einen  positivistisch  halbierten  Rationalismus,”  in  Theodor  W.  Adorno  et  al.  (eds.),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München: Luchterhand, 1969.

⑥Theodor W. Adorno, “Einleitung,” in Theodor W. Adorno et al. (eds.),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München: Luchterhand, 1969.

⑦实证主义之争是一场相当精彩的论战，值得讨论的内容当然远不止本文此处所提及的这样而已。但碍于篇幅与主旨，本文无法对此争论

 （乃至德国社会科学界二战后所有的学术论战）进行详细的探讨，只能在与角色之争有关之处点到为止。关于实证主义之争进一步的介

绍，在中文学界的文献，可参见刘继:《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1988 年第 1 期。

⑧Hans Joas and Wolfgang Knöbl, Sozialtheorie. Zwanzig einführende Vorlesungen, Berlin: Suhrkamp, 2011, S. 303.

⑨Christel  Hopf  and Walter  Müller, “Zur  Entwicklung der  empirischen Sozialforsch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n  Bernhard  Schäfers  (ed.),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Entwicklung,  Institutionaliserung  und  Berufsfelder.  Theoretische  Kontroversen,  Opladen:  Leske+Budrich,  1995,  S.  62;
Reinhard  Kreckel, Soziologisches  Denken.  Eine  kritische  Einführung,  Wiesbaden:  Springer,  1967,  S.  106;  Christoph  Weischer, “ Quantifizierende
Sozialforschung nach 1945,” in Stephan Moebius and Andrea Ploder (eds.), Handbuch Geschich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Soziologie. Bd.1: Geschichte der
Soziologie 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8, S.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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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热切想学习定量实证之外的其他社会学研究取向。这让德国当时的定性研究与理论研究因应着学生的需

求而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定量研究则被迫自我反思与改良。整个德国社会学开始从之前因美国化而过度朝

定量实证研究倾斜的情况，转向了更多元的发展。第二，由于学生世代的反抗，各种被美国责成的学科发

展方针−不论是制度方面定量研究的教学与科研，还是知识方面美式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都再

也无法执行下去。于是在“实证主义之争”之后，德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与制度运作开始明显出现了夺回

自治权的趋势，美国的支配力急速衰退。值得引起关注的是，虽然实证主义之争引起了这两个学科发展趋

势，但并不是因为这场争论本身真的形成了什么学术发展策略而推动了社会学的去美国化。在实证主义之

争发生的当时，德国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已普遍产生了反美情绪，甚至这样的情绪最终在 1968 年爆发了席

卷全德国的学生运动。借“实证主义之争”以反抗定量实证方法，很大程度是当时学生运动非理性的反美

手段之一。①

从实证主义之争的这些发展经过来看，可以发现“角色之争”与“实证主义之争”之间除了参与者有

些重叠之外，其主题与内容都完全不同。达伦多夫的《社会人》并不反对实证主义，而是反对德国社会学

面对美国化时过于消极，缺乏学科主体性、忽略了启蒙德国社会的责任。后来的整个角色之争也并不攻击

实证主义，而是在攻击达伦多夫粗糙的论证，并无心插柳地形成重建学科主体性的学术发展策略。因此更

多学者并不认为这两个争论事件有关联。②而且，由于实证主义之争的兴起让德国社会学的注意力从达伦

多夫转向了阿多诺与哈贝马斯，因此角色之争也随之逐渐沉寂。实证主义之争不但没有延续角色之争，反

而还终止了角色之争。虽然角色之争随着实证主义之争的兴起而结束，但角色之争已然对德国社会学的发

展带来了影响。而这样的影响，对中国社会学来说，也是颇具启发性的。 

五、结 语

德国社会学的发展领先于国际，但德国社会学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如此的地位。相较于英、美、法、中

等国家，德国社会学的发展是较为晚近的。德国社会学在刚萌芽之际，就因为纳粹上台与二战的战败，差

点胎死腹中。在二战结束后的重组与重建过程中，又面临“美国化”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达伦多夫

于 1958 年出版的《社会人》意在借美国的角色理论讽刺德国当时面对美国化的软弱态度，意外引发了整个

德国社会学界的“角色之争”，也带来了“去美国化”的契机。当然，德国社会学的去美国化与国际化不

是仅靠一场角色之争就办到的；但角色之争造就的一些效应，尤其是“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国化”与“通

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在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除了这段学术论战过程精彩而值得梳理之外，我

们也应该可以在最后尝试初步思考，对于同样经历过学科停顿与重建，今天担负着建立本土社会理论话语

体系与加强国际发言权任务的中国社会学来说，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借鉴和启示。

所谓的“借鉴”，并非意指将德国社会学的去美国化与国际化策略直接套用到中国。因为中国与德国

的学科发展历程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德国之所以面临美国化危机，是因为德国在二战后，连国家本身都

被美国以军事手段分割与控制。德国的社会学美国化问题，是国家被直接侵占的结果。中国当然没有遇到

这种情况。至于国际化，欧美诸国有相对类似的文化，其各自的学说也相对容易为彼此所接受，因此德国

在进入欧美主流学圈方面本来就有优势。不过，在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和中国的确也面临着相似的

困境，尤其是关于“学科主体性”的问题。

中国社会学在发展之初，就注意到社会学作为一个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不能一味削（本土问题之）足

以适（西方社会学之）履。早在 1930 年代，孙本文领军的综合学派和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便指出

 “社会学本土化”的德国经验：“角色之争”及其去美国化效应

 

①Agnes  Heller, “ The  positivism  dispute  as  a  turning  point  in  German  Post-War  theory,”  New  German  Critique,  Vol.  15,  1978;  Herbert  Keuth, “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A scientific or a political controversy?”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Vol. 15, No. 2, 2015.

②Joachim Fischer, “Die Rollendebatte–Der Streit um den Homo Sociologicus,” in Georg Kneer and Stephan Moebius (eds.), Soziologische Kontroversen.
Beiträge zu einer anderen 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 von Sozialen, Berlin: Suhrkamp, 2010, S.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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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符合中国实情的社会学理论，促使社会学为中国的建设发展服务。①但在 1979 年学科重建之始，

中国社会学为了赶紧“补课”，必须大量输入西方成熟的社会学研究，关于削足适履的担忧再次出现。②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中国社会学界，已形成了丰富的本土社会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意识与成果。但

本土社会理论话语体系的建立，只是整个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任务的一部分。社会学的本土化除了旨在让社

会学为本土社会服务，也是一种费孝通③所谓的“文化自觉”或郑杭生④所谓的“理论自觉”的表现。这

种“自觉”起因于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关注度不足，影响力也不尽如人意。因此增强国际学

界的话语权，避免处于西方社会学的附庸地位，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⑤中国社会学

的“国际化”或“增强国际学界话语权”的问题，今天已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可能的实践策略。这些探讨多

认为，从中国自身的社会结构或历史发展中，提炼出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新概念，并将之推向国际学界，以

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占据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的一席之地，亦即建立周晓虹所谓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是一

种可能的出路。⑥“ 多元化的普遍主义”至少包含两个重点。一是“多元化”，意指强化中国的本土研

究，让中国经验足够扎实，以此成为国际上诸多值得借鉴的多元特殊性之一。二是“普遍主义”，亦即让

中国社会学能联结起国际上的各个社会学，彼此相契合在一起，以提升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学科视野甚至是

国际发言权。结合这两者，中国社会学方能“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⑦而在这两者的结合方面，角

色之争提供了进一步的思考方向。德国社会学在战后面临着学科建制任务与美国化危机；这其实也就是一

种学科主体性危机。而“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国化”与“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这两种方式却帮助德

国社会学找到了出路。一方面，德国当时既然被迫接受美国社会学的支配，那么就索性将美国社会学吸收

得比美国还要深刻，以此反过来促使美国向德国学习。另一方面，世界上也并非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德国

凭借雄厚的学术实力，在国际上获得了诸多国际盟友的重视。即便由于战后美国对德国抱持着敌视态度，

德国当时的“国际学术盟友”并不包含美国，但丝毫无损德国在国际学界所获取的支持以及因此而得到的

地位。

角色之争发展出的“通过超美国化以去美国化”与“通过国际化以抵消美国化”学科发展策略，对中

国社会学“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的方针来说，可谓是一个具有扩展性的补充实践方案：“本土特

质”除了意指发展中国本土概念、进行中国研究之外，也可以是将国际上各国社会问题及其思想观念当作

是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并且中国可以将之研究得比他们自己还透彻，使得他们还得反过来向中国学

习。“国际视野”意指除了获得西方国家的承认之外，更包括与更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及其社会学有进一

步的合作。更直接一点说，就是：将本土化定位为让全世界的问题都成为中国社会学关心的问题，将迈向

国际视野定位为从全世界更多的地方获得多元的承认，甚至成为这些地方的协助者。如此一来，中国社会

学可以做到的不仅有“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让“本土特质即是国际视野”。

以上只是在初步尝试提出角色之争可能可以为中国社会学带来的思考方向。但如本文开头所呈现的，

这样一种关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想象，单就本文如此三言两语，当然是不够的。这方面还需要未来再

进行进一步更完整的论证。除此之外，本文呈现了德国社会学如何在美国化危机的背景下兴起“角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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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以及这场学术论战为其去美国化乃至于国际化提供了什么样的正面效应；但如本文再三强调的，这

并不是德国社会学的去美国化与国际化历程的全部。一方面，美国化对德国来说虽然是一段危机，但这段

 “危机”也有一些不失正面意涵的影响。如前文所提及，德国也不乏美国定量社会学的支持者，这多少平

衡了德国社会学最初形成之时略为偏颇的反实证主义思维模式。另外，例如美国的结构功能论，也随着美

国化传到了德国，这为德国社会学提供了承先启后的重要理论资源。德国社会学的宏大理论，无不是将结

构功能论作为重要的出发点。①美国化对德国社会学的影响是多样的，“危机”只是本文在有限的主旨与

篇幅内呈现的其中一个面向而已。另一方面，德国社会学之所以能摆脱美国化趋势，不只是因为角色之

争，而且也与当时德国高校改革、“战后婴儿潮”带来的日益增多的高校学生、德国经济与外交发展变化

等方面有密切的关联。如果从角色之争之外的其他因素来看德国社会学的那段历史，也可以构筑出另一种

发展脉络并从中挖掘出不同的启发。以此而言，本文更多是提出一个楔子，更丰富的故事值得未来的研究

再继续讲下去。

 （责任编辑：牧 秋  见习编辑：朱 颖）

The Localization of Sociology in Germany:
The “Role-Debate” and Its Effect on De-Americanization

ZHENG Zuoyu

Abstract:   No long  after  the  embryonic  stage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the  German  sociology  is  at  a

standstill  due  to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Nazi  regime  and  then  falls  into  the  crisis  of  Americanization

because  of  the  control  by  the  USA after  the  World  War  II.  In  this  time  of  crisis,  Ralf  Dahrendorf’ s  work

Homo  Sociologicus unexpectedly  triggers  a  wide-ranging  debate,  which  is  known  as “ role-debate”  of  the

German sociology in the 1960s. By means of the role-debate, the German sociology develops two strategies,

namely “de-Americanization  through  transcending  America”  and “counteracting  Americaniz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 ,  which  contributed  the  German  sociology  to  recover  disciplinary  subjectivity  and  to

ga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scourse power. These two strategies are also the references for establishing

the sociologic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German sociology, Homo Sociologicus, role-debate, disciplinary subjectivity of sociology

 “社会学本土化”的德国经验：“角色之争”及其去美国化效应

 

①Hans Joas and Wolfgang Knöbl, Sozialtheorie. Zwanzig einführende Vorlesungen, Berlin: Suhrkamp, 2011, S.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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